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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摇唐宋词人的言情本体观与审美心理的复杂性

我们常常用现代社会分工的方式把文学创作过程 “肢解” 开来，如

“内容与形式”、“情感与理性” 等等，放在语言的 “手术台” 上将之撕

裂，然后缝合，想从中发现一些新的创举。当然，有成功者，给我们展

示操作后的成品；也有迷途者，让我们看到了精神世界的断裂。现在，

我们所要进行的可能就是这样一种语言游戏行为。我们必须走进被称为

“词” 的一种文本，把词人的感情世界和审美心理联系起来。也许，两

者之间根本没有联系，可是我们出于研究需要，要把他们放在一个层面

上去感受他们创造艺术情境的愉悦与痛苦。词人们首先把作为 “人” 的

情感倾诉出来，然后放在 “词” 的艺术空间里重新组合，被阅读和歌

唱。被艺术化的情感与现实中人的真实体验之间究竟存在多大的重合度

我们也难以预判。可是有一点必须承认，词人们源自生命感动的书写已

经成为我们情感资源的一部分。我们常常发现，自己在某个瞬间进入了

特定的词境，或者与某位词人相遇，和他进行情感对话。那些脱口而出

的句子一直萦绕在脑际。利科尔说得好：“书写保存了话语，形成了一

个有益于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档案。”（《解释学与人文科学》） 我们

一直在已有文本中寻找着关于自我的记忆。

谁能无情呢，只有这个特定的 “谁” 能够把情 “唱” 给我们听。虽

然这已经是 “遥远的绝响”。

一、唐宋词人的言情本体观

走进唐宋词的审美世界，你会因动情而与词人产生共鸣。情感是词

这种文体的根本质素。词人们在不同的生活际遇中都会产生情感上的阻

隔与波动，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将这种情感记录下来，开始歌唱。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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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词人创作的根本目的就是言情。可以是代言，可以是自言，也可以

在代言与自言之间，我们称之为有寄托。我们不妨围绕王国维的词学观

展开解读，他在 《人间词话》 中写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

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说得很

明确，词适合在自身体制内向情感的 “狭深” 之处细写，而不是形成词

的诗世界。 “言长” 与 “境阔” 的区别就在于抒发情感的空间语境，

“言长” 自然适宜写幽情，“境阔” 则适宜写豪情。王国维提出了境界

说，他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

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又说 “昔人论诗

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在王国维看来，

情景相融形成 “境界”，再结合一下后一句，“境界” 自然就是由 “情

语” 构成的。这显然就是言情本体观。

关于言情与作品风格之间的关系，王国维说：“言气质，言神韵，

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

矣。” 把情感的表达状态放在第一位是王国维论词的出发点，“气质、神

韵” 即词作的抒情方式和呈现风格被放到次席。所以，他在定位词的品

格时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

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可是，在言情作为本体的过程中，王国维

又将 “境界” 根据抒情主体的融入状态分为 “有我之境” 和 “无我之

境”。他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

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

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

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

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这里提出的就是言情过程中的审

美距离感问题。因距离感之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观照物的状态，进而

作品的美感也会有差异，所以他说：“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

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对创作背景的强

调的潜含义是提出对创作主体心境的解读，即 “观物” 过程中主体的介

入程度。

言情本体观的基本内涵包括三个方面：抒情主体的情感体验；自然

客体的背景预设；抒情文本的超越性解读。对于抒情主体，王国维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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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价值定位，他认为带有自然主义创作思路的作家必然要走进社会，

观察社会，而作为抒情本体的词人则不必如此，只需要有艺术天分再加

上一颗纯情的心灵。他说：“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

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 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

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这正应和了况周颐所

说。“吾听风雨，吾览江山，觉江山、风雨外有不得已者”。“不得已”

意味着内心情感无法排遣，需要在 “江山”“风雨” 中找到切入点，而

透过江山、风雨展现作为 “类” 的共同体验。抒情主体的情感体验首先

需要词人对自身身份的认同，这样在时空语境发生变化之际对原有身份

的依恋与当前体验就会发生冲突，进而产生审美心理的变化。以辛弃疾

为例，他早年的军旅生涯决定了他认为自己可以在收复失地上为国家效

力，回归南宋后他被频繁地安置在地方岗位上，没有机会真正去实现这

一理想。这种期待遇挫使他不断发出怀才不遇的感慨，但是因为与理想

相距不远，他的豪情壮志并没有被消磨掉，词作也还是激情勃发。可

是，后来他被迫离开了职位，成为一名隐者。他在醉情山水之际，总是

念念不忘曾经有过的辉煌，又慨叹壮心还在，人已老去。相比之下，成

为隐者的辛弃疾更为理性一些，很多的欲望被大自然消解了。而作为官

员的辛弃疾则跃跃欲试，情绪更强烈一些。这都源于一个出发点，即他

对自己英雄身份的认定。影响情感体验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自我

价值的认同。生活环境的影响使得许多抒情主体对发生于自己身边的同

一事件反应相异。以张炎为例来说，南宋灭亡对文人士大夫来说多少都

有一些民族情绪，可是从小生活在富贵之家的张炎是在 “词” 的温室里

成长起来的，虽然也感到伤痛，但是他只能在个人空间里徘徊不已，作

品中也没有明确的价值判断。对自己艺术天分的价值确认让他只能以艺

术的形式将情感隐晦地寄托出来。审美态度是否具有功利性也对抒情主

体的情感体验发生作用。面对自然，因为官场进退、功名利禄而产生的

情感失落常常让词人们在失意中回忆曾经的往事而反思生活，他们更多

的不是在欣赏自然，而是在将情感投射到景物之中。“煞风景” 者不在

少数，对人生出处思考的自然也不少。

自然客体的背景预设中最为中心的因素就是审美对象。杨恩寰说：

“审美对象的形成，标志着审美经验 （创造） 高潮到来。所谓审美对象，

不是指诱发审美态度的那个客体，而是经过想象、理解、情感等多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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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功能对表象进行加工改制的审美意象，它是构思的美 （普洛丁）、直

觉品 （克罗齐）、质和谐 （英加登），可以经过才能技巧凭借物质媒介

而转为客观的物态化形式，即传达的美 （普洛丁）、物理的美 （克罗

齐）、有意味的形式 （贝尔）”（《审美心理学》）。这段话中，“想象、

理解、情感等多种心理功能对表象进行加工改制” 的过程相当重要，我

们理解抒情文本常常注意到情、景之间的关系，可是 “景” 的设置不一

定就是实有的，很可能是从情感中迸发出来的，就像杜甫说的 “感时花

溅泪，恨别鸟惊心”。审美对象是审美主体的情感投射载体，可以是物

态，也可以是人情。与审美对象相对应的就是生活空间，这是容纳背景

设置的载体。对于两者的关系我们可以以作品为例来说明一下。蒋捷有

一首 《虞美人·听雨》，词云：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

断雁叫西风。摇摇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

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显然，这首词的自然背景是在 “听雨” 过程中完成的。“雨” 没有变，

而 “听雨” 的空间发生了变化，从 “歌楼” 到 “客舟” 又到 “僧庐”，

三个意象都有各自的生活指向。“歌楼” 是温情消遣之地，“客舟” 是

漂泊无依之所，“僧庐” 是生命暮年的皈依处。对每个生活空间的审视

都会产生不同的审美联想。在每个空间的 “听雨” 都会 “别是一番滋味

在心头”。而时间上也在同步变化，从 “少年” 到 “壮年” 再到 “而

今”，各种 “心理功能” 会在时间的海洋里寻找最为难忘的那一刻，将

“那一刻” 的意象组合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审美对象。这些审美对象就将

生活空间转化为审美空间，表达某种具有普遍性的情感体验。

抒情文本的超越性解读实际上是读者在填补 “空白” 的过程中带来

的一种收获。对文本的 “敞开” 必然要经历一个理解—解读—理解的过

程。在 “类” 的范围内，首先是从个体的抒情体验中抽绎出来群体体

验，而在群体体验的基础上被细化的产物依然是个体的情感体验。我们

之所以对许多作家有较高的评价，一个方面是他为我们解读出的内容满

足了我们的 “期待视野”，我们的困惑和愿望在文本的阅读中得到了解

答，或者我们从作品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一种出路，哪怕这个出路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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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即使是叙事文学也会在叙事的背后为我们提供情感的发展路向，

而抒情文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充足的释放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总

会找到对应物象，找到符合我们生存理想的栖居地，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审美理想的自由领空。这样的话，我们在 “他者” 的眼光中找到了被缩

小而又被美化的自己，也找到了一种适合我们当下语境的抒情传统。这

就引出了我们要说的另一个方面，超越性解读给抒情文本带来的情感活

力。唐宋词中并不缺乏这样的文本：词人本身只是在自己的世界里搜寻

记忆，用属于自我的意象把情感表达出来，因个性气质的不同呈现出不

同的语言风貌和风格类型。当然，也会有不同时代的词人在自己的空间

内有着共同的语言组合，传达出同样的情感意义。在笔记小说中这样的

例子很多，甚至会附会出 “彩笔” 之类的故事。我们上面举出过蒋捷的

《虞美人》，在他之前的辛弃疾写过一首 《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一

首出行途中写在路边墙壁的词和在人生路上 “听雨” 的词，在情感指向

方面没有过多的不同，都是行走中的生命体验。对这些体验的关注和升

华就形成了我们称之为 “超越性解读” 的现象。我们以李煜 《虞美人》

作为例子，词云：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

首月明中。摇摇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俞平伯 《读词偶得》 中说：“奇语劈空而下，以传诵久，视若恒言矣。”

我们内心中积淀的一种情感，我们在生命历程中行走的自我姿态，被这

一句话说尽了。而每个个体又可以按照自己的生活内容来确定审美空

间。“春花秋月” 是平常物象，往事如烟也是平常感慨，可就是在平常

物象中生发的平常感慨可以打动我们。这就是 “奇语” 的内涵。词人只

是在自己 “此在” 的空间里取象，与 “曾在” 的生活作对照。在某一个

秋天的夜晚，词人在月光下行走，与李白一样，“举头望明月”，随后就

是低头思往事，其实也就是精神的家园、生活过的故乡的往事。那是可

以让他找到温暖的地方。也许，“春花秋月” 本身就不是实指，词人坐

在床边，冥想中就完成了生命的绝唱。他写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体

验。“小楼”、“故国”、“雕栏玉砌” 都是过去的景观。过去的景观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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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中不断复现意味着对当前生活的难以接受。整首词的中间部分是回

忆，而开头、结尾是抒发感慨。王国维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

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 《燕山亭》 词亦略似

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

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这显然是 “三种境界” 式的解读方法，从精神

境界的角度对后主词作出的超越性解读。王国维将李后主痛定思痛的感

性思考上升到了理性层面。他还从词句中解读出现代意义，这就是 “三

种境界”。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

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

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

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自己明明知道这样的

解读超出了词学讨论的范围，还是乐此不疲地在精神层面上寻找切入

点。从三首情词中断章取义，生发出对 “学问”、“事业” 的普遍理解，

这是具有原创性的解读。王国维的这段话对现代学人的学术理念的接受

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看来超越性解读有着独特的理论价值，这已经超出

了我们讨论的范围。

一个看起来无需讨论的问题可能会给予我们一些启发，这是把唐宋

词人的言情本体观拿来说说的搪塞理由。不可否认的是，要想进入创作

主体的情感空间，你必须具有 “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然后从他

们刻画的抒情形象中去体味艺术创造呈现出的价值所在。

二、唐宋词中抒情形象的嬗变

抒情形象与词体本身的演进关系颇深。对于词体之演进，王国维

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

词。” 这句话虽然是针对后主来说的，可是已经涉及词体的演进了。“伶

工之词” 与后来胡适说的 “歌者的词”，“士大夫之词” 与 “诗人的词”

都有一些相同的内涵。胡适在 《词选》 中说：

员援歌者的词；圆援诗人的词；猿援词匠的词。东坡以前，是教坊

乐工与娼家妓女歌唱的词；东坡到稼轩、后村，是诗人的词；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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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直到宋末元初，是词匠的词。

这种分期显然是根据抒情主体的身份与抒情内容之联系来划出的。叶嘉

莹在 《词之美感特质的形成与演进》 一书中对自己提出的词的三种形态

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解说。她将词体演进按照文体互动划分为 “歌辞之

词”、“诗化之词”、“赋化之词” 三类，看来是受到了胡适的影响，从

身份指认转向文体指认。在时间断限上也有不同之处，叶嘉莹的划分以

词人创作内容中的情感指向作为尺度，比如将李煜划入 “诗化之词”，

而冯延巳的创作还是 “歌辞之词”。她比较重视词作传达的兴发感动之

意，对作品有着自己精细的阅读品味。与胡适相比，这种划分更注重通

过对词人创作的文本进行解读来划分类别。另外，自明人开始的豪放、

婉约的体派划分，龙榆生以词体和风格为依据的六期划分，王兆鹏依据

代群发展的六代划分都有自身的视角。我们还是以胡适的粗线条的身份

划分来展开对问题的讨论，这与我们所要说及的 “抒情形象” 有直接联

系。

“歌者的词” 是以 “词” 作为观照对象对抒情主体进行了客体化处

理之后所得出的身份归属。词人的创作的确是用来给歌女唱的，可是这

中间要有两个转化过程。第一，创作主体的性别转化。男性以观物的方

式将所写女性纳入视野，随后又通过体情达到书写目的。所以，男性词

人往往设身处地地构筑一个属于女性的想象力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

女性作为抒情形象最为常见的情感是对所依恋对象的急切思念。从书写

意义上说，这只是女性一厢情愿的情感指向，但是却被定格成群体性的

书写视角，进而成为社会认可的主体观念。把这种行为解释成男权中心

背景下的女性形象书写还是恰当的。通过对女性的生活空间、动作行为

进行细致的描写达到抒写目的。第二，接受主体的角色转换。“歌者的

词” 具有三重接受主体：唱者、听者和读者。其中，唱者的角色转换最

为关键，这会影响到词作的传播效应。词作的情感信息、形象信息、语

境信息都是通过唱者的演绎传达出来的。因为唱者本身的身份可能就是

歌女，所以这种转换看起来很容易，其实并非如此。这里面有个性气质

的参与，有个体审美态度与抒情形象的契合度，还有词人的审美目的与

唱者能力之距离等多个问题需要解决。词作演唱的最佳效果就是作品所

塑造的抒情形象与唱者演唱时的抒情形象达成一致。看来 “歌者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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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重视抒情对象和演唱对象，也就是以女性情境作为创作中心而完成

的作品形态。

接下来，胡适划分的 “诗人的词” 直接就跳跃到苏轼那里，“东坡

以前” 的嬗变过程被忽略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由创作主体完成的

“成品”。“诗人的词” 是与 “歌者的词” 并存的，当 “关西大汉，执铁

板，唱 ‘大江东去’” 的时候，人们听到更多的是 “十七八岁女孩儿执

红牙板，唱 ‘杨柳岸晓风残月’”。（俞文豹 《吹剑录》） “诗人的词”

必然包含诗化处理的方法，按照叶嘉莹对 “诗化之词” 的解释，这一定

位的基本内核是创作者主体意识的介入。她说：“所谓 ‘诗化’，就是诗

人用抒情言志张扬的写法来写词，而不再是写给歌女唱的歌辞，是写我

自己的生命，写我自己的悲哀、我的遭遇、我的生活。” 这个 “我” 就

将抒情主人公规定成词人自身，作品所描绘的就是自我形象在具体语境

中的思想、行为和情感。士大夫意识的流露使作品的演唱风格发生了变

化。听众群体也与创作群体存在合流的一面，就形成了 “照花前后镜，

花面相交映” 的孤芳自赏的审美样态。“诗人的词” 破坏了原有的审美

格局，削弱了词的可歌的一面，却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对作品的接受

不再需要过于间接的角色转换，却增加了 “他者” 的审美难度，缩小了

审美范围。因为作品演唱的公共空间由原来容纳三教九流的歌楼妓馆转

向了士大夫群体的生活私域。不过，也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

士大夫们把自己也推到了被鉴赏的 “物态” 上，和歌女们一起成为被鉴

赏的对象。虽然他们的情感表达方式看起来更高雅，被 “物化” 的结果

却是相同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词匠的词”。胡适笔下的 “词匠” 如果指的就是

以填词作为终生追求的主体目标的人，柳永、晏几道、周邦彦都算得上

“词匠”，胡适是从姜夔算起的。胡适对咏物词不感兴趣，可能针对姜

夔、吴文英、王沂孙、周密、张炎这些从物象中捕捉情感的 “作手”

们，认为他们来得太费劲。从 《词选》 的篇目选择看，胡适一点儿也不

喜欢 “词匠” 们的劳动成果。他对自己提出的概念也没有认真地解释一

下，让我们有一头雾水的感觉，不得不借助叶嘉莹的 “赋化之词” 的概

念，在比较中作出诠释。叶嘉莹认为这是 “用勾勒描绘铺陈来写词的，

而不是用直接的感发来写的”，主要特点是 “铺陈展开” 和 “体物言

志”。“词匠” 们在 “物” 中煞费苦心地融入情思，通过不同的时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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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和叙事背景对 “物” 的情感进行书写。吴世昌就认为周邦彦的词作中

含有后来戏剧场景描写的因素。姜夔的 《暗香》、《疏影》，王沂孙 《齐

天乐》、《水龙吟》、《眉抚》，张炎 《南浦》、《解连环》 等都是在咏物

上做文章。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群体性的选择，而且他们彼此还为结集

而题词。在咏物的背后，对自我形象的书写是相当成功的，把行走中的

焦虑感也适度地表达出来了。“赋化之词” 呈现出的曲折深幽的美感也

是不可替代的，胡适更喜欢那些 “直截了当的独白”，而不喜欢 “寻寻

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的物化之言情方式。

以上我们对词的抒情主体进行一下简要的检讨，现在，回到主话题

上来。吴小英在 《唐宋词抒情美探幽》 一书中专门设有 “唐宋词抒情形

象” 一章，探讨抒情形象的嬗变过程。我们结合她的提法来分析一下这

个问题。她将唐宋词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划分为三个阶段，书中说：

唐宋词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发展流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

个阶段是晚唐五代时期的类型化抒情主人公形象阶段，第二个阶段

是北宋时期的个性化抒情主人公形象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南宋时期

的群体化抒情主人公阶段。

在具体的论述中，她用 “共她”、“自我”、“群我” 分别来形容这三个

阶段的抒情形象。实际上，就是以 “自我” 作为划分标准得出的结论。

我们先来看晚唐五代时期类型化阶段中的 “共她” 形象。吴小英指出，

“共她” 的特点是：“第一，他们词中的抒情主人公都是女性；第二，这

些女性在形象塑造上凸现其共性而淡化其个性。” 这两个特点的背后就

是她说的 “男子作闺音”。男性词人集体性地选择女性作为抒情形象的

根本原因还在词的性质所决定的。首先，在宴会歌舞中，词是需要由女

性来唱的。这种表演出自娱乐目的，不需要文人主体情感的投入，而是

通过欣赏 “她者” 的情感体验而获得感官刺激。此时的创作只是娱乐追

求和艺术追求的产物。才子佳人式的情爱诉求是一种接受标准。而在演

唱过程中，之所以唱词中都是女性的共性，说白了都是女子思念男人，

或者寂寞难耐，主要是因为座中的听众就是男性，他们填补了唱词中缺

少 “另一半” 的空白。而男性本身作为创作主体，同时又是娱乐主体，

就会获得情感上的满足感。其次，“共她” 的选择出自对创作目的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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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目的相互统一的要求。创作者对抒情形象的选择会考虑到演唱者的性

别特征，作品写成就要由唱者进行演绎，达到创作目的。由女性演唱的

最佳效果就是唱自己的情感，这样就可以做到演唱形象与抒情形象的个

体化。当然，他们一旦把眼光投向其他的创作空间，就不会以女性为抒

情形象了，比如李繤、欧阳繤、孙光宪等人的一些作品。再者，接受者

的 “她者” 接受态度决定了女性将作为主要的抒情形象。这是出自性别

意识的审情需要。对接受者来说，在娱乐的背景下，他们不需要深入挖

掘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体验。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写在更具有公共意义

的诗歌里面，词作为一种辅助文体，就是出自娱乐目的才来听的。香艳

气、悲情感和对色相的需要都是关键因素。可见，这些作品中出现的是

女性，创作和表演唱还是以男性为中心。实际上形成的是以 “她者” 作

为抒情形象的表述方式。

个性化抒情形象中的 “自我” 出现改变了类型化的一元格局。其

实，柳永的出现导致了另一种类型化的形成。柳词虽然也以 “自我” 作

为抒情形象，可是预设的演唱者还是女性，所以作品在表达男性情感的

时候还是以女性的相思作为主要情节的。如 《八声甘州》 中的 “想佳

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 这样的句子。这是一种新的以男

性为中心的恋情词，只是他的形象更符合市民阶层的娱乐和娱情需要。

到了苏轼就不一样了，他的作品的演唱者可以是女性，也可以是 “关西

大汉”。他写女性，更多的就是写自己。山水中的自我，月光下的自我，

豪放疏狂的自我，寂寞凄然的自我，抒写的都是主体观照生活而产生的

情感。苏轼将一位士大夫的生活空间和精神境界都展示出来了。词的文

体概念被重新定义，后来明代张謌提出的豪放、婉约两种风格就是以苏

轼的出现作为标准的。不独柳永、苏轼，其他的词人如晏殊、晏几道、

秦观、黄庭坚、贺铸、周邦彦等人尽管出自不同的创作目的，个性气质

与审美标准不一，但是都是不同程度地以 “自我” 作为创作主体和抒情

形象来达到抒情目的。在 “自我” 成为抒情形象的同时，“共她” 并没

有被取代，女性作为词的演唱者的角色没变。所以，以艺术创作作为书

写目标的词人依然有着多种抒情形象的塑造。

至于 “群我” 的形象概念，我觉得值得商榷。在辛弃疾的时代形成

了一个创作群体，可是抒发的情感不是能用 “我” 这个创作主体能够概

括得了的。他们的主体情绪中融入了过多的时代情感。个人的审美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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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家国之思所滋生的忧患感和责任感所笼罩，属于自我的抒情空间被自

觉地限制起来。辛弃疾本人显得特别一些，因为他的忧患感和责任感与

自己曾经有过的身份息息相关，所以他在历史中和记忆里找到的意象，

以及这些意象所蕴含的情感与自我的人生体验和情感体验具有同一性。

其他的词人就没有这样的优势了，虽然风格上也是豪纵旷放，但过多的

情绪释放使得他们的审美世界没有这么纯粹，功利追求与个人情性追求

之间产生的矛盾也让他们无所适从。而姜夔则是这一时期独立的风景。

从自我身份上说，他只是一个漂泊者，时代情绪对他有很深的影响，但

是他所选择的抒情方式将个人情感、家国之思、观物心态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幽韵冷香、清空骚雅的审美风格。姜夔通过咏物而形成的审美风

范直到宋末元初才形成一个创作群体。这一群体以张炎为中心，因为到

他这里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自己的创作观念。周

密、王沂孙、张炎都是采取同样的观物方式。可是，在他们之前的吴文

英也是一个特例，通过对梦境的书写，对自然世界的感知来言情。“七

宝楼台” 式的话语组合形成的表意方式都让我们无法把他归入某个群

体。吴著使用 “群我” 这个概念的出发点是为了突出群体的共同选择，

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 “我” 毕竟含有对主体意识的自觉弘扬予以

确认的因素。这一说法用在 “辛派词人” 身上尚可，可是他们只是南宋

词史上某一阶段的一个群体，不能代替整体的价值取向。如果细心体认

的话，我们会发现辛弃疾、姜夔都是群体追求中的先行者。在时代风雨

之中的词人们都是 “孤独者”，他们受到先行者的影响把共同的主体意

识写进自己独有的语境中，形成了同一追求的 “共他” 表述方式。这些

词人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形成了小群体的共同歌唱。

受吴著的启发，我觉得以创作主体为依据可以把晚唐五代归结为

“她者” 抒情形象的形成，到了北宋，在此基础上创作主体的 “自我”

形象与之共存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南宋时期是 “自我” 形象与时

代忧患意识相融合形成的 “共他” 形象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就是唐宋词

中抒情形象的嬗变过程。

三、唐宋词人审美心理的复杂性

前面我们对唐宋词的言情本体观已经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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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抒情形象的嬗变过程进行了追溯。现在，我们要对抒情形象背后的创

作主体的审美心理进行分析。审美 （心理） 能力包括审美感知、审美想

象、审美理解和审美情感这四个方面。而作为一名词人他首先要有审美

需要。杨恩寰说：“审美需要是潜在的审美欲求，它表现为对形式、结

构、秩序、规律的一种把握与感受的欲望。”（《审美心理学》） 决定审

美需要的因素很多，先天气质、后天的艺术训练、具体的时代背景都会

发挥作用。一方面，审美需要具有共性内涵。失去道德追求的晚唐五代

词人的审美需要只是在狭窄天地中醉心于体情，他们也都有过理想，然

而实现起来遥遥无期，于是，“不如怜取眼前人” 成为普遍的选择。这

种选择使得他们的感知范围不断缩小，审美的想象力本身就被单一化，

美女、帘幕、绿窗、画屏成为观照对象，进而成为审美对象。道德理性

的缺失使得他们不得不用感情抒写来弥补，这种弥补出自于内心世界的

焦虑性体验，王兆鹏所说的 “花间范式” 就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形成

的。一般说来，某个时期内创作主体对文体、题材的取舍，要受社会生

活、社会心理和时代审美理想的制约。他们对新的题材的关注与拓展，

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可能对旧题材的忽略与舍弃。而一个时期内的创作主

体对题材的舍取意向，往往也是这一时期文学思想取向的最直接的反

映。晚唐时期 “追求细美幽约的情致”、“追求绮艳清丽的诗风”（罗宗

强 《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 本身就昭示着审美追求的 “绮艳” 倾向。

而歌辞的创作本身女性参与的身份定位就自然地将艳情与美女联系起

来，宴会上的演唱就是为了达到娱乐目的。这样，因女性演唱的表演方

式的需要，词成为达到高雅娱乐目的的有效文本。词人们不再向外延伸

审美视野，而是向内扩展审美情感。先有情，再以空间景物作陪衬，或

者像温庭筠那样仅仅布置一个有人 （多是女子） 的生活空间，在精心布

局中展示情感。不过，他们也会出现审 “情” 疲劳，把情感仅仅作为描

写内容的渲染背景。创作主体在 “她者” 的抒情形象中达到娱情目的，

娱乐主体自然也会获得情感愉悦。“她者” 抒情形象的出现与唐五代词

人审美心理中 “娱己” 的生理需要有紧密的联系。出于 “娱己” 而

“写她”，这是个体情感与功利世界脱节的表现，也是审美个体失去共有

使命感与责任感的必然结果。他们失去了政治追求的远大理想，甚至对

拥抱大自然也失去了兴趣，只是在女性的哀怨与孤独中寻求精神解脱和

情感释放。但是，我们作出这样解释的同时不能忽略了创作主体的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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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审美追求。南唐词人中，李瞡、李煜都是国主身份，作为一个国

家的万圣之尊，他们没有选择 “卧薪尝胆”，而是在大宋的虎视眈眈中

延续生命。他们把多余的精力放在经营 “词” 这一文体中来，已经意味

着他们对能够存在多久都难以预料的前景判断。在生存压力面前，他们

无能为力，反而在寻章摘句中获得审美愉悦。而一旦真的由帝王身份变

成高贵的囚徒，李煜就只能在 “故国” 的语境中感慨人生。时代背景为

他们戴上了精神的枷锁，戴着枷锁歌唱才会有冯延巳在欢会中体验悲

情，才会有李后主在悲情中寻找 “故国”，他们唱出的凄美歌声同样属

于自己的时代。

另一方面，审美需要也有个性的诉求。把北宋时期词作中的抒情形

象用 “自我” 来形容就是考虑到了这一点。“自我” 抒情形象的群体追

求是审美需要的共性表现，而在追求过程中形成的异彩纷呈的审美格局

里也包含了个体的审美需要。晏几道的 “自我” 形象是通过恋情词塑造

出来的，在别离与相逢所形成的情感距离中展开温情的述说。柳永在羁

旅行役中登高临远，创造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多情的自我形象。而苏轼

呢，从贬谪到升迁再贬谪，从密州到京城再到海南，从山水、人情到乡

村市井，他的词将 “自我” 的士大夫情结和盘托出。而周邦彦的官员身

份在他的词作中根本就没有体现出来，他更像是一位才子词人，在相思

离别中婉转铺叙，将 “自我” 的情感定格在不同的空间视野中，一波三

折。举了这么几个人物作例子，只是为了说明，在同一背景下的审美需

要，有着趋同的一面，也有求异的努力，都是在塑造 “自我” 形象，却

收到不同的审美效果。

现在，以南宋词人和词为例，我们来对审美心理的复杂性进行解

读。首先来分析一下审美心理的四个要素。审美感知是指我们首先对事

物个别特性产生反映，比如对事物的形式、颜色、声音等形成的感官印

象，然后将这个感官印象纳入审美视野，通过意象的使用呈现出来。唐

宋词中，对四季的描写，对山川风月的观照，对花草树木的审视，都首

先进入审美感知阶段。尤其是咏物词。创作主体首先看到的就是物本

身，然后就是 “物” 在各种状态下的反应。他们纳入审美视野的这个

“物” 只是自然物。例如陆游的 《卜算子·咏梅》，词中说：“驿外断桥

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写到这里，只是对

作为大自然的一种植物 “梅花” 的描写。在一场场的风雨中，躲在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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